
农民工的医保选择研究

———基于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

王晓宇　 韩昱洁∗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 对农民工参与户籍地

居民医保和务工地职工医保的关系进行研究。 通过加入个人固定效应， 使用在就业地同住

的其他家庭成员参加居民医保的情况作为工具变量， 本文发现农民工参加居民医保会降低

职工医保参保概率的 １１􀆰 ６％ ， 挤出效应显著并且稳健。 挤出效应主要集中在没有签订长期

或永久劳动合同、 自营单位或保险费用全由自己承担的农民工群体， 这三类农民工不仅更

可能被企业逃避社保缴纳责任， 且收入不固定， 很可能选择放弃社会保障获得更高的收入。

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对职工医保的支付意愿更低， 且农民工对职工医保的支付意愿的平

均值和中值都远低于实际需支付的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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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医疗保障是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和实现公平的重要保障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 “健康中国” 战略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简称 “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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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要求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 和 “健全全民医保制度”。 为了在现段发展水平下实现全民医保， 中国对医疗保障

制度的主体部分———基本医疗保险采取了分群体运行的模式。 基本医疗保险由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 （简称 “职工医保”） 和居民医保组成①， 职工医保是企业和职工共同

承担保费的用于保障从业人群的社会保险， 居民医保是由政府补贴为主要缴费方、 目

标群体为非从业和非劳动年龄人群、 个体承担少量保费、 带有福利性质的社会保险。

近十年来中国医疗保障事业迅速发展， 已经进入全民医保阶段， ２０２０ 年全国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９５％以上②， 为国民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然而， 基本医疗保险分群体运行可能导致社会经济效率的损失。 Ｌｉ ＆ Ｔｉａｎ （２０２０）

对讨论经济效率损失的文献进行了总结， 其中有两种损失被讨论的较多： 一是居民医

保可能存在逆向选择③， 这会大大增加居民医保的医疗支出， 并对居民医保资金池产生

冲击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二是高政府补贴的居民医保可能会鼓励劳动人口退出正式

劳动力市场， 选择非正式的工作， 从而降低社会整体税收收入。 Ｌｉ ＆ Ｔｉａｎ （２０２０） 试

图从企业的角度讨论第三种经济效率损失的情况， 即企业会选择性提供职工医保， 从

而导致损失， 他们使用税收调查数据库， 利用不同城市开展居民医保时间的差异， 采

用双重差分模型， 发现一个城市居民医保的开展会降低该城市中的企业提供职工医保

的概率， 这不仅破坏了职工医保的风险分担机制， 还滥用了居民医保补贴的公共资源。

然而， 由于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 Ｌｉ ＆ Ｔｉａｎ （２０２０） 无法观察到企业中的职工， 因而

也无法检验职工个体层面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状态变化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 文章只

能识别受本地居民医保影响的本地户籍职工的医保参与变化， 职工中有一类重要的人

群———农民工， 他们很多人不能参加本地居民医保， 从而其居民医保状态的变化不能

由务工城市居民医保政策实施的变化来识别。

中国农民工数量巨大， ２０１９ 年为 ２９０７７ 万人， 如果他们广泛参与居民医保， 并对

职工医保参与有挤出效应， 不仅不能更好保障个人健康， 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效

率损失。 对个人来说， 规范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参加与其收入相符合、 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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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医保主要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简称 “新农合”）、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两

者合并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公报中基本医疗保险含职工医保和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在本文是指， 居民医保自愿参与的属性可能导致医疗花费高的高风险居

民较花费少的低风险居民更有意愿参加居民医保。



更高的职工医保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权益 （邓睿， ２０１９）； 对社会经济

效率来说， 当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并不低于城镇从业者 （蔡昉， ２０２１）， 继续参加居

民医保不仅会造成国家医保补贴的滥用， 也会破坏职工医保的风险分担机制。 在此背

景下研究农民工务工地职工医保的决定是否受到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的挤出， 对进一

步促进农民工职工医保的参与、 保障农民工健康权益， 以及实现社会经济效率最大化

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和现实意义。 然而， 目前尚没有文献讨论农民工参加职工医保是否

受参加居民医保的影响。

为了填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利用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简称 ＲＵＭｉＣ） 数据， 探究了农民工居民医保的参与对其在务工地参加职工医

保的影响。 首先利用面板数据的特征，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人

特征。 为消除由于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测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产生的估计偏差， 构建

工具变量 （ＩＶ） 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结果显示， 农民工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会

显著减少他们参加职工医保的概率 １１􀆰 ６％ ， 相当于未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平均职工

医保参与率的 １５􀆰 ３％ ， 且该挤出效应非常稳健。 另外， 从需求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参与

职工医保的情况， 发现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的职工医保支付意愿更低， 进一步从需

求角度证实了居民医保对职工医保的挤出， 且农民工对职工医保的支付意愿的平均值

和中值都远低于实际需支付的保费。 最后从职工身份、 劳动合同和单位属性角度分析

了挤出效果的异质性。

二　 背景和文献综述

（一） 背景

在分群体运行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 农民工作为城镇务工者和农村户籍居民同

时被职工和居民医保覆盖。 一方面，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 被职工医保覆盖； 另一方面，

农民工作为农村老家的户籍人口， 也可自愿选择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①。 农民工在务工

地可参与的职工医保的主要特点包括： 受众是就业人口； 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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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从现行政策上明确要求避免基本医疗保险的重复参保， 但由于原本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

分属两个部门管理， 加上医疗保险统筹层次较低， 重复参保仍然存在。 例如谭中和 （２０２０）
通过调研发现， ２０１８ 年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重复参保率为 ７􀆰 ８％ ， 同时也发现农民工是重

复参保的主要人员。



费， 缴费以工资为基数， 不同地区企业缴纳基数从 ６％到 １０％不等； 保险基金由个人账

户和社会统筹基金构成； 个人账户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纳的全部保费和部分用人单位

缴纳的保费， 相当于个人的资产， 可以逐年累计， 主要用于支付门诊费用和超出统筹

基金最高支付限额的住院费用； 社会统筹基金的资金来源于用人单位缴纳的除用于个

人账户部分之外的保费， 主要用于支付住院费①； 以地级以上行政区为统筹单位； 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并且累积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 不再缴纳保险费用， 享受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②； 报销比例和报销封顶线较高。 根据国家医保局公报， ２０１９ 年职工医保政

策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 ８５􀆰 ８％ ， 实际支付 ７５􀆰 ６％ ， 封顶线各地有所不同， 例如 ２０１９ 年

北京职工医保住院封顶线为 ５０ 万。

农民工在户籍地可参与的居民医保 （包括新农合和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 的主要特点为： 覆盖除职工医保以外的其他应参保的户籍居民； 筹资来源是政府

补贴和个人缴费， ２０１９ 年居民医保人均筹资 ７８１ 元， 其中人均财政补助 ５４６ 元； 个人

账户基本取消， 医保主要覆盖住院费用； 统筹层级逐步从县级提高到地市级； 需要每

年缴费获得医保待遇； 报销比例和报销封顶线均低于职工医保。 ２０１９ 年全国居民医保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 ６８􀆰 ８％ ， 实际支付 ５９􀆰 ７％ ， 封顶线以北京为例， ２０１９ 年

为 ２５ 万。 总结来说， 相对居民医保， 职工医保缴费金额更高， 但是保障力度更强， 报

销比例更高。

除了上述优势外， 针对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大的特点， 职工医保还具有两个优势。

第一， 职工医保可转移的优势。 如果农民工的务工地变化， 医保账户已经可以转移，

缴费年限各地互认， 其中个人账户可以随个人医疗关系转移。 而居民医保只能在户籍

地参保， 医保账户不可以转移， 即使户籍变动， 也只能放弃原参保地的权益重新参保。

第二， 职工医保可以更好地为农民工在务工地提供医疗服务。 虽然国家对异地报销问

题非常重视， 并对居民医保部署了异地就医结算， 但是异地就诊的报销比例普遍低于

参保地就诊报销比例。

虽然职工医保在多方面都优于居民医保， 但农民工职工医保的参保率较低， 这不

利于保障其个体健康。 李培林和李炜 （２０１０）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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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中

对职工医保进行了改革， 个人账户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 单位缴纳的部分全部

计入统筹基金。 同时， 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扩大到家属。
按照各统筹地区规定执行， 规定年限为 ２０ 年至 ３０ 年不等。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 发现城镇就业人员职工医保的覆盖率为 ７１􀆰 １％ ， 而农民工仅为

１７􀆰 １％ ， 但同时有近 ７０％的农民工参加了居民医保。 ２０１９ 年， 在职职工参加职工医保

人数为 ２４２２４ 万， 其中农民工参保 ４８２３ 万， 农民工参加职工医保的估算比例为

１６􀆰 ５％ ①。 Ｑ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使用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入户调查数据

中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的面板数据， 关注了农民工两类保险的参保， 发现职工医保比新农

合更能促进城乡移民参加体检并改善他们的自评健康状况。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第一类文献是保险挤出研究。 关于某种公共医疗保险的推广是否会

挤出其他保险的参与在国外有丰富的研究， 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Ｃｕｔｌｅｒ ＆ Ｇｒｕｂｅｒ

（１９９６） 发现， 在 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２ 年间美国医疗援助制度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对孕妇和儿

童的覆盖范围扩大对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有很大的挤出效应； 同时， 他们还注意到其

他家庭成员保险覆盖情况的溢出效果， 因此提出要考虑整个家庭的保险覆盖情况。

Ｇｒｕｂｅｒ ＆ Ｓｉｍｏｎ （２００８） 发现公共医疗保险对私人保险的挤出效果在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 年间

仍然显著， 且考虑家庭层面参保资格的挤出效果更显著。 Ｃａｒｄ ＆ Ｓｈｏｒｅ⁃Ｓｈｅｐｐａｒｄ

（２００４） 利用断点回归法仅发现医疗援助的推广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私人医疗保险有很

小的挤出。 但是， Ｈａｍ ＆ Ｓｈｏｒｅ⁃Ｓｈｅｐｐａｒｄ （２００５） 用其他州的模拟参保资格做工具变

量， 发现没有挤出效应。

研究中国医疗保险挤出的文献较少。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ＣＨＮＳ） 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 发现新农合覆盖后对农村居民商业医疗

保险的挤出效果十分有限。 Ｌｉ ＆ Ｔｉａｎ （２０２０） 使用税收调查数据库， 从企业角度发

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推广对职工医保有挤出效应， 认为在职工谈判力量较弱时， 企

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 规避为员工缴纳医疗保险会要求员工加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体系。

第二类相关文献是中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与的研究。 国内有许多学者研究城镇

职工的参保情况， 并发现劳动力市场状况、 企业所有制形式、 工会组织等因素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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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９ 年农民工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和参保比例为根据 《２０１９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 中汇报的 “在职参保人数”、 “退休参保人数”、 “剔除农民工在职退休比” （参保）， 以

及 《２０１９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中的农民工数量计算得到， 本计算假设公报中 “退休参

保人数” 中未包含农民工， 由此估计出农民工参保人数和比例是被低估的， 但是由于现实中

农民工群体在企业办理退休的比例很低， 所以估计较为合理。 对比 《２０１４ 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 公布的 ２０１４ 年农民工 １７􀆰 ６％的参保率， 职工医保参保率仍然保持低水平。



企业职工参保 （Ｎｙ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Ｒｉｃｋｎｅ， ２０１３； Ｙａｏ ＆ Ｚｈｏｎｇ， ２０１３；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一些文献专门研究了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参加医疗保险的因素， 发现对城市医疗

的了解程度， 以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参与城镇医疗保险的影响显著 （Ｇ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Ｘｕ ＆ Ｘｉｅ， ２０１５； 杜鹏程等， ２０１８）。 另一方面， 有少部分

学者利用支付意愿研究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行为。 Ｂäｒｎｉｇｈａｕ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利用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由支付卡方式询问的武汉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支付意愿数据， 计

算了农民工的平均支付意愿， 并发现年龄、 性别、 收入、 过去的医疗花费和雇佣状况

与支付意愿高度相关。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到， 至今没有文献研究农民工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对他们在务

工地参加职工医保的影响， 并且现有研究主要使用了 ２００９ 年以前关于农民工在城市的

医疗保障问题政策尚不明确时期的微观数据。 基于已有文献，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一是首次估计了农民工职工医保参与决策受居民医保的影响， 从医保选择的切入点帮

助医改政策的设计者了解农民工职工医保参保率低的可能机制和原因， 进而为改善农

民工的健康和社会经济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二是近年来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和相关制

度建设有较大的改善， 以往研究农民工医疗保障的文献较多使用早期数据， 无法评估

当前政策背景下农民工医保状况。 本文使用最新具有代表性的 ＲＵＭｉＣ 数据， 能对当下

医疗保障更加完善时期农民工医保参与现状进行评估， 为未来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发展

方向提供参考。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采用了约简模型， 考察农民工居民医保参与对其职工医保参与是否有挤

出的因果影响， 基本的线性概率模型设定为：
Ｙｉｃｔ ＝ β０ ＋ β１Ｒ ｉｃｔ ＋ β２Ｘ ｉｃｔ ＋ θｃ ＋ εｉｃｔ （１）

其中， Ｙｉｃｔ代表在城市 ｃ 务工的农民工 ｉ 是否在 ｔ 年参加职工医保的虚拟变量。 Ｒ ｉｃｔ代

表个人 ｉ 是否在 ｔ 年参加居民医保的虚拟变量， 其系数 β１ 就是参加居民医保对参加职工

医保的约简影响。 Ｘ ｉｃｔ为一系列家庭和个人特征的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 婚姻状况、 年

龄、 教育程度、 自评健康、 是否是单位的正式员工、 在务工地的月收入、 工作单位的

所有制和子女数量。 θｃ 代表农民工打工所在地的城市固定效应， 以控制打工城市的影

响。 εｉｃｔ为个人层面的误差项。 考虑到同一家庭内的成员对保险决定的相关性， 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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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误调整为在家庭层面聚类。

对式 （１） 进行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回归估计时， 可能由于潜在内生性问题导致我

们首要关心的参数 β１ 的估计存在偏误。 一方面， 因变量和主要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反

向因果， 农民工是否在老家参加居民医保的决策可能受他们在务工地参加职工医保的

影响。 如果单位不为农民工购买职工医保， 他们会更倾向在老家参加居民医保， 而参

加了职工医保的农民工由于获得了医疗保障可能不再重复参加其他医疗保险。 忽视此

反向因果的问题可能导致高估参加居民医保对农民工参加职工医保的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 遗漏变量也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误。 误差项 εｉｃｔ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可

观测的遗漏变量同时影响农民工参加两类医保， 例如农民工的保险参与意识， 最近五

年内打算回老家不再在城市打工， 近期是否打算更换工作城市。 医疗保险意识较强的

农民工可能会同时参加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 而最近五年打算回老家或是近期打算更

换工作城市的农民工更有动机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 忽略了医疗保险意识的回归会导

致挤出效果的低估， 但遗漏了是否近五年打算回老家或是近期打算更换工作会导致挤

出效果的高估。 因此， 由于遗漏变量导致的挤出影响的估计的偏误方向无法确定。
为了消除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本文将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 模型与两阶段最小二乘

（２ＳＬＳ） 估计方法的结合。 具体来说， 我们将式 （１） 中的误差项 εｉｃｔ分解为两部分， 即

εｉｃｔ ＝ ｕｉ ＋ ｅｉｃｔ， 这里的 ｕｉ 随个人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 而 ｅｉｃｔ随个人和时间同时变化。 此

时， 式 （１） 可以写成：
Ｙｉｃｔ ＝ β０ ＋ β１Ｒ ｉｃｔ ＋ β２Ｘ ｉｃｔ ＋ θｃ ＋ ｕｉ ＋ ｅｉｃｔ （２）

控制了个人固定效应 （ｕｉ） 后， 式 （２） 中不随时间变化的部分可以消除， 从而解

决由于个人固定效应导致的内生性疑虑。 例如， 农民工的医疗保险意识、 风险偏好、 身

体健康状况都与参加两种医保同时相关。 然而， 固定效应模型仍无法完全控制残留在误

差项 ｅｉｃｔ中随个人且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测因素， 如近期是否打算更换工作， 而这些不可

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农民工购买两种医保。 为了消除由于反向因果和随时间变动的不

可观测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来估计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利用样本数据构造了一个工具变量， 即受访家户中除个人本身的其他同住家

庭成员是否有人购买户籍地居民医保。 我们认为这个工具变量一方面会影响到个人户

籍地居民医保的选择， 但是并不会影响到个体在工作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决策。 进一

步地， 本文通过以下式 （３） 来进行一阶段估计：
Ｒ ｉｃｔ ＝ γ０ ＋ γ１Ｚ ｉｃｔ ＋ γ２ Ｘ ｉｃｔ ＋ ｕｉ ＋ ϑｉｃｔ （３）

其中， Ｚ ｉｃｔ为农民工的在城市家庭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在 ｔ 年是否有人参加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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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医保的虚拟变量， 其系数就是家人参加居民医保对个人参加居民医保的约简影

响。 我们假设同住在一起的家人在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比例不会直接影响他们参加务

工地的职工医保。

关于本文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首先， 在城市的同住家人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应该

与个人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的概率呈正相关关系， 有两个原因导致这一关系： 第一，

居民医保中新农合的参保为了避免逆向选择要求全家统一参保， 而在城市的同住家人

中很大概率包括其父母、 配偶和子女， 他们也很可能属于老家的同一户家庭成员。 因

此同住家人中有人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 那么在全家参保的要求影响下， 个人就更有

激励同时参加 （虽然他们能够提出申请说明自己在城镇已经参保， 可以不在户籍地参

加医保， 但是提出申请的程序较为繁琐）； 第二， 在城市的同住家人之间还可能包括兄

弟姐妹等其他更远的亲戚， 他们中是否有人参加居民医保可以通过保险信息传递的

“示范效应” 来影响个人参加相同保险①。 在城市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中有人参加户籍

地居民医保， 农民工也会更了解居民医保， 从而更大可能选择居民医保。 其次， 我们

假定同住家人参加居民医保比例只是通过影响个人参与居民医保而影响个人在务工地

参加职工医保， 因为现行的职工医保只能保障职工本人。 本文在实证的稳健性检验部

分将进一步证实这一假设的合理性。

（二）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所用数据来自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ＲＵＭｉＣ 调查。 该调查选取了 １５ 个具有乡城农

民工代表性的城市作为样本城市②， 并采用基于工作场所的抽样框设计， 这使该调查数

据较其他数据更具有农民工的代表性 （Ｘｕ ＆ Ｘｉｅ， ２０１５）。 ＲＵＭｉＣ 调查在 ２０１６ 年获得

５０７４ 户、 １１９８１ 人的有效样本。 ２０１７ 年的 ＲＵＭｉＣ 跟踪调查成功追访到 ３２２２ 户、 ８５８１

人的有效样本， 又在丢失的样本基础上对样本增补了 １１１７ 户、 １８４４ 人。 ＲＵＭｉＣ 调查收

集了乡城移民家庭中所有在城市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基本人口特征， 还收集了家庭

中各个成员在城市以及户籍地的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为了研究乡城农民工参加居民医

保对参加职工医保的影响， 并利用新农合参保的政策要求， 本文最终采用的数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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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许多文献会利用 “示范效应”， 采用同一环境的人的决定作为个体决定的工具变量。 例如，
研究农民工外出决定的文献使用同一环境中其他人外出打工的决定作为个体是否外出的工具

变量 （Ｍｅｙｅｒｈｏｅｆｅｒ ＆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１；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Ｍｕ ＆ Ｄｅ Ｂｒａｕｗ， ２０１５）。
１５ 个城市为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省东莞市、 广东省深圳市、 河南省郑州市、 河南省洛阳市、
安徽省合肥市、 安徽省蚌埠市、 重庆市、 上海市、 江苏省南京市、 江苏省无锡市、 浙江省杭

州市、 浙江省宁波市、 湖北省武汉市和四川省成都市。



限定为户籍为农村、 拥有工作、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关键变量无缺失、 且至少 １６ 岁的个

体， 最终平衡面板数据包括了 ２７４２ 个农民工样本。

分析中最主要的因变量为农民工当年职工医保参与情况， 本文定义二元虚拟变量

“是否参加职工医保” 表明受访者当年在务工地是否有职工医保， 关键自变量是农民工

当年是否参加了户籍地的居民医保。 表 １ 展示了 ２７４２ 个农民工样本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按照当年是否参加居民医保进行划分。 ２０１６ 年有 ２２５７ 个

样本参加居民医保， 占所有样本的 ８２􀆰 ３％ ， 这一比例在 ２０１７ 年稍降至 ７８􀆰 ３％ 。 在两年

样本中， 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中每年都有约 １８％同时参加职工医保， 而没有参加居

民医保的农民工中两年分别有 ７４％ 和 ７８％ 左右参加了职工医保。 标准的 ｔ 检验分析显

示， 相比没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 当年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的农民工同时参加当年

职工医保的概率显著更低。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全样本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均值 标准差
参加

居民医保

未参加

居民医保

参加

居民医保

未参加

居民医保

城镇医保 ０􀆰 ２９７ ０􀆰 ４５７ ０􀆰 １８７ ０􀆰 ７８４∗∗∗ ０􀆰 １８１ ０􀆰 ７４１∗∗∗

年龄 ４１􀆰 ０８０ ９􀆰 ８１２ ４０􀆰 ７７２ ３９􀆰 ６８５∗∗ ４１􀆰 ９５９ ４０􀆰 ２１２∗∗∗

女性 ０􀆰 ４６０ ０􀆰 ４９８ ０􀆰 ４５９ ０􀆰 ４６２ ０􀆰 ４５８ ０􀆰 ４６９

单身 ０􀆰 ０５８ ０􀆰 ２３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８２∗∗∗

自评健康状况不好 ０􀆰 ０３２ ０􀆰 １７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５

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 ０􀆰 ２４６ ０􀆰 ４３１ ０􀆰 ２２７ ０􀆰 ３４０∗∗∗ ０􀆰 ２１２ ０􀆰 ３６５∗∗∗

子女数量 １􀆰 ５８７ ０􀆰 ７８４ １􀆰 ６０７ １􀆰 ３８１∗∗∗ １􀆰 ６６１ １􀆰 ４１０∗∗∗

单位正式员工 ０􀆰 ３３３ ０􀆰 ４７１ ０􀆰 ３２７ ０􀆰 ５６５∗∗∗ ０􀆰 ２３５ ０􀆰 ５２３∗∗∗

月收入（元） ３６５１ ２３９６ ３４３１ ３６９６∗∗ ３７８５ ３９６３

工作单位

所有制

自我经营工作者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国企

集体企业

私企

外企与合资

其他

０􀆰 ６７０ ０􀆰 ４７０ ０􀆰 ７２６ ０􀆰 ４４３∗∗∗ ０􀆰 ７２４ ０􀆰 ４５２∗∗∗

０􀆰 ０３４ ０􀆰 １８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６９∗∗∗

０􀆰 ０２４ ０􀆰 １５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９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０∗∗

０􀆰 １９３ ０􀆰 ３９５ ０􀆰 １８３ ０􀆰 ３４０∗∗∗ ０􀆰 １５７ ０􀆰 ２４５∗∗∗

０􀆰 ０４９ ０􀆰 ２１６ ０􀆰 ０４７ ０􀆰 ０８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８６∗∗∗

０􀆰 ０２２ ０􀆰 １４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６７∗∗∗

观测值 ５４８４ ２２５７ ４８５ ２１４７ ５９５

　 　 注：∗∗∗、∗∗、∗代表当年未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与当年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的差异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

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ＲＵＭｉＣ）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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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比较两年期内农民工居民医保参保状态变化的背景下职工医保参与的变化，

可以简单展示挤出效应的存在。 具体来说， 农民工户籍地居民医保参保变化一共有三

类： 即两年间没有变化 （都参加或都不参加）； ２０１６ 年参加但 ２０１７ 年退出； ２０１６ 年不

参加但 ２０１７ 年参加 （见表 ２）。 表 ２ 显示， 对于两年间居民医保参保状态不变的农民

工， 职工医保的参与变化不大。 对 ２０１６ 年参加居民医保而 ２０１７ 年不参加的农民工， 他

们参与职工医保的概率增加。 对 ２０１７ 年新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 他们参加职工医保

的概率减少。 更重要的是， ２０１６ 年不参加但 ２０１７ 年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与 ２０１６ 年

参加但 ２０１７ 年不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 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概率的变化在 １％ 水平上

显著有差异， 这说明挤出效应从统计上显著存在。

表 ２　 两类医保参与和退出比较

居民医保参与 无变化 ２０１６ 年参加 ２０１７ 年不参加 ２０１６ 年不参加 ２０１７ 年参加

职工医保参保率变化
０􀆰 ００２

（０􀆰 ２８４）
０􀆰 １８３

（ － ０􀆰 ４５６）
－ ０􀆰 １６０∗∗∗

（０􀆰 ４６１）

观测值 ２３７０ ２４１ １３１

　 　 注： 括号内是标准差；∗∗∗代表 ２０１６ 年不参加 ２０１７ 年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与 ２０１６ 年参加 ２０１７ 年不参加居民

医保的农民工的差异在 １％的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ＲＵＭｉＣ） 数据计算得到。

除了控制农民工是否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之外， 本文选取其他影响农民工参加职工

医保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农民工自身的特征变量， 如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在务工地的月收入、 教育程度、 自评健康、 是否是单位的正式员工和

工作单位的所有制； 二是家庭层面变量， 主要包括子女数量； 三是代表务工地城市的虚

拟变量。 表 １ 的统计性描述表示， 参加居民医保和未参加居民医保的两类人群的自身特

征、 家庭构成和工作方面的表现差异都很大。 相比未参加居民医保的样本， 参加居民医

保农民工年龄更大、 教育水平更低、 子女数量更多。 我们还详细比较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选择居民医保农民工比未选择居民医保农民工的收入更低， 拥有正式工作的可能性更小， 从

事自营行业的可能性更大， 在政府、 国企、 集体企业、 私企外企等单位工作的可能性更小。

上述两类人群有较大差异的特征， 以及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农民工参

加职工医保。 另外， 可能是由于参加职工医保降低了农民工参加居民医保的概率。 所

以， 农民工参加居民医保对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影响在排除其他因素干扰和反向因果后

究竟如何， 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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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 居民医保对职工医保参保的影响

表 ３ 首先报告了一阶段农民工在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的固定效应线性概率模型的

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当年在城市同住的家人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与个人参加同样保

险的概率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 相比没有家人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的农民工， 有

家人参加居民医保对应的农民工也参加相同医保的概率高 ５７􀆰 ５％ 。 工具变量的 Ｆ 统计

量为 ３４２􀆰 ２７１， 远超过了 １０％水平误差容忍的临界值， 意味着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通过

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表 ３　 家人参加居民医保对个人参加居民医保的影响

变量 ＦＥ

家庭成员参与居民医保
０􀆰 ５７５∗∗∗

（０􀆰 ０２９）

观测值 ５４８４

Ｒ２ ０􀆰 ３２５

　 　 注： 因变量是农民工是否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 控制变量包括是否单身、 个人平均月收入、 教育水平、 子女

数量、 是否是单位正式员工、 自评身体健康、 就业单位性质和务工地城市的虚拟变量；∗∗∗、∗∗、∗分别表示通过显著

性水平为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聚类到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ＲＵＭｉＣ）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４ 报告了居民医保参保对职工医保参保的影响， 所有模型中均加入了表 ３ 中的

所有控制变量， ＯＬＳ 回归还进一步控制了年龄和性别。 为了节省篇幅， 表中只报告了

关键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 第 （１） 列报告了 ＯＬＳ 回归的职工医保参保结果， 该模型假

设居民医保参保状态外生， 即参保不会受到职工医保参保的反向影响， 也不存在共同

影响二者的不可观测因素。 结果显示， 参加居民医保会使农民工在务工地参加职工医

保的概率降低 ４３􀆰 ６％ ， 且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

ＦＥ 模型利用了 ＲＵＭｉＣ 数据的固定追踪特点， 排除可能共同影响个人参加户籍地居

民医保和务工地职工医保且随时间不变的不可观测个人因素的影响后进行估计。 第

（２） 列的结果显示， 排除不可观测个人固定效应后， 参加居民医保对职工医保的影响

大小的绝对值大幅减小。 农民工在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降低其在务工地参加职工医保

的概率 １７􀆰 ３％ ， 影响系数仍在 １％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的改变表明， ＯＬＳ 估计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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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于同时影响户籍地居民医保和务工地职工医保的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动的个人

因素导致挤出效果被高估。 例如， 如果农民工打算将来回老家不再在城市打工， 那么

他将更乐意在户籍地购买医保且不愿意在务工地买职工医保。 如果是这种情况， ＦＥ 模

型因为控制不随时间变动的个人因素， 其估计结果将优于 ＯＬＳ 估计结果。 然而， ＦＥ 模

型仍不能消除误差项中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测的个人因素， 同时估计结果也可能受到

反向因果的影响， 因此需要用工具变量法估计 ＦＥ 模型以进一步消除这类内生性的

影响。

第 （３） 列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法估计 ＦＥ 模型所得的主要结果。 在修正了居民医

保参保状态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 参与居民医保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进一步缩小

（１１􀆰 ６％ ）， 但仍在 １％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 ＦＥ 模型可能忽略了随时间变动的且同时影

响居民和职工医保参与的不可观测因素， 从而导致了挤出效应被高估。 例如， 如果农

民工近期打算更换工作城市， 他可能更愿意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 而不愿意参加目前

务工城市的职工医保， 因为职工医保有迁移成本。 考虑到表 １ 描述性统计中未参加户

籍地居民医保的农民工参与职工医保的平均概率为 ７６􀆰 ０％ ， 该估计表明参加居民医保

会降低参与职工医保概率的 １５􀆰 ３％ 。 由此可见， 在考虑了户籍地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

参保决策的内生联合决定以后， 农民工的居民医保参与对职工医保的挤出效应依然存

在。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 农民工是否是正式员工对参加职工医保有显著的正影响， 如

果农民工是正式员工会增加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概率 ５％左右， 该影响的方向与大小均与

Ｇ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的结果类似。

表 ４　 居民医保对职工医保的挤出影响

变量
（１）
ＯＬＳ

（２）
ＦＥ

（３）
ＦＥ⁃ＩＶ

参加居民医保
－ ０􀆰 ４３６∗∗∗

（０􀆰 ０２０）
－ ０􀆰 １７３∗∗∗

（０􀆰 ０２６）
－ ０􀆰 １１６∗∗∗

（０􀆰 ０４１）

年龄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女性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单身
－ ０􀆰 １７７∗∗∗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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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ＯＬＳ

（２）
ＦＥ

（３）
ＦＥ － ＩＶ

月收入的对数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７）

子女数量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７）

单位正式员工
０􀆰 １６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７）

自评健康状况不好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３）

工作单位性质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打工城市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４８４ ５４８４ ５４８４

Ｒ２ ０􀆰 ４７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７

　 　 注： 因变量是农民工是否参加职工医保；∗∗∗、∗∗、∗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１％ 、 ５％ 和 １０％ 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聚类到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ＲＵＭｉＣ） 数据计算得到。

（二） 稳健性检验

尽管表 ４ 的回归已经加入了大量的解释变量来控制农民工和其家庭特征， 但仍有

可能存在与家庭同住成员购买户籍地居民医保的行为相关的遗漏变量， 并且这些变量

同时影响农民工职工医保的参与。 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我们在回归中增加一

些变量。 首先， 增加家庭总收入变量。 由于两种医保缴费有显著差异， 家庭收入的增

加放松了购买保险的预算收入， 因此可能会增加家庭成员购买户籍地居民医保的概率，

并且也会同时增加农民工本身参与职工医保的概率。 其次， 进一步控制了家庭中单位

正式员工的成员比例。 由于单位正式员工参与职工医保的概率显著高于其他非正式员

工， 因此越高比例的家庭成员是单位正式员工会由于示范效应增加农民工自身参与务

工地职工医保的比例。 同时， 单位正式员工的家庭成员更可能不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

因此该比例增加会减小家庭成员参与户籍地居民医保的概率。 表 ５ 中 Ａ 部分和 Ｂ 部分

的结果表明， 增加这两个变量并不会造成挤出效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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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我们通过更换工具变量的方法对使用的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５Ｃ 部分和 Ｄ 部分中， 使用在城市同住的家庭中是否所有人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和同住

家庭成员中参与户籍地居民医保的比例做新的工具变量。 这两种新的工具变量得出的

居民医保参保的挤出效应都与表 ４ 中的主要结果类似。

最后， 通过严格控制样本范围验证挤出效应的稳健性， 将样本限定为户籍为务工

地市以外的农业户口的农民工来重新估计挤出效应。 由于从 ２０１３ 年以来， 已经有城市

开始将 “新农合” 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一个地级

市的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都由地级市统筹管理。 因此， 务工地和户籍地为同一城市的

农民工可能由于信息共享、 管理统一而不存在重复参保的可能性， 包含这部分农民工

会导致挤出效应的高估。 表 ５ 中 Ｅ 部分去掉了这部分农民工， 结果显示挤出效应的绝

对值稍下降至 １０􀆰 ３％ ， 但仍然显著。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居民医保参保 估计结果 观测值

Ａ 部分： 进一步控制家庭收入
－ ０􀆰 １２２∗∗∗

（０􀆰 ０４０）
５１４８

Ｂ 部分： 进一步控制家庭中是单位正式员工

的成员比例

－ ０􀆰 １１５∗∗∗

（０􀆰 ０４１）
５４８４

Ｃ 部分： 以同一家庭是否所有人参加户籍地

居民医保做 ＩＶ
－ ０􀆰 １０７∗∗

（０􀆰 ０４７）
５４８４

Ｄ 部分： 以同一家庭参与户籍地居民医保的

比例做 ＩＶ
－ ０􀆰 １０５∗∗

（０􀆰 ０４１）
５４８４

Ｅ 部分： 仅包含其他市农业户口样本
－ ０􀆰 １０３∗∗

（０􀆰 ０４２）
４４３２

　 　 注： 因变量是农民工是否参加职工医保； 回归均加入了单身、 月收入的对数、 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 子女数

量、 单位正式员工、 自评健康状况不好、 工作单位性质虚拟变量、 打工城市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

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１％ 、 ５％和 １０％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聚类到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ＲＵＭｉＣ） 数据计算得到。

（三） 异质性分析

Ｃｕｔｌｅｒ ＆ Ｇｒｕｂｅｒ （１９９６） 提出了在美国保险市场中产生挤出效应的三种可能机制：

第一， 企业对选择其他医疗保险的员工减少提供医疗保障； 第二， 选择其他医疗保险

的员工主动放弃企业提供的医疗保险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第三， 由于美国企业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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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同时保障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即使员工本人没有参加其他医疗保险， 员工会

由于家庭成员参与其他医疗保险而放弃企业提供的医保。 基于中国职工医保不包含对

家庭成员的保障， 本文主要考虑前两种渠道。 如果企业为了逃避社保缴纳的责任， 或

者农民工可以通过放弃职工医保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增加其他方面的消费， 那么农民工

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都会减少职工医保的参保概率。

如果这两种渠道是挤出效应的主要解释， 那么这种挤出现象只适用于企业可以逃

避社保缴纳责任， 或者放弃职工医保后能获得更高收入的农民工。 本文用三种分类方

法来区分这些农民工。 一是将样本根据是否是与单位签订长期或者永久劳动合同分为

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 正式员工参加职工医保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 其劳动合同

一方面保障企业一定会为农民工缴纳社保， 另一方面规定了工资水平， 即放弃医保通

常不会增加工资收入， 而非正式员工参加职工医保不仅没有劳动合同的保障， 还可能

需要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全部由个人缴费。 二是将农民工样本根据单位所有制分为非自

营单位和自营单位。 相比在非自营单位工作的农民工， 自营工作的农民工有更大的权

力选择是否为自己缴纳社保， 且选择参加职工医保就会直接减少收入。 最后， 本文还

比较了由单位承担全部或部分保费的农民工和完全由自己承担保费的农民工， 明确他

们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对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影响有何不同①。

表 ６ 展示了三种分组回归的主要结果， 回归使用的是和表 ４ 第 （３） 列同样的工

具变量以及控制变量。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展示了根据农民工是否是正式员工的

分组回归结果， 估计结果显示相较非正式员工， 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对于正式员工

参加职工医保的挤出效果更小且更不显著。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展示了根据农民

工是否自营员工的分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对于非自营单位的农民工， 参加户籍

地居民医保会挤出其参加当年职工医保的概率为 ５􀆰 ３％ ， 而对于自营单位的农民工，

挤出的绝对值增加到 １２􀆰 ６％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的结果

显示， 如果将因变量替换为是否参与由单位承担全部或者部分保费的职工医保， 那

参与户籍地居民医保对其影响很小且不显著。 相反地， 如果因变量为是否参与完全

由自己承担保费的职工医保， 那户籍地居民医保显著挤出了职工保险， 且该影响大

小与表 ４ 中参加居民医保的影响大小近似。 上述结果表明， 户籍地居民医保对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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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个体经营者可以自行购买职工医保， 费用由自己完全负担。 但是一般不存在由单位承担全部

费用的情况， 个人需要负担本人工资的 ２％ ， 我们考虑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些受访者自己认为

没有交费， 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医保的挤出效果的确在企业容易逃避社保责任或者收入更不稳定的农民工群体中

更大。

表 ６　 个体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正式员工

（２）
非正式员工

（３）
非自营

（４）
自营

（５）
单位承担保费

（６）
自己承担保费

参加居民医保
－ ０􀆰 ０８２
（０􀆰 ０６０）

－ ０􀆰 １１２∗∗∗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７）

－ ０􀆰 １２６∗∗∗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４）

－ ０􀆰 １００∗∗∗

（０􀆰 ０３７）

观测值 １６３２ ３８５２ １８３８ ３６４６ ５４７４ ５４７４

Ｒ２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７

　 　 注： 因变量是农民工是否参加职工医保；∗∗∗、∗∗、∗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１％ 、 ５％ 和 １０％ 的统计检验；
括号内为聚类到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ＲＵＭｉＣ）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农民工职工医保的支付意愿分析

我们已经发现户籍地居民医保的参与对农民工参加职工医保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 接下来我们检验他们对职工医保的支付意愿受哪些因素影响。 农民工职工

医保支付意愿是国家制定城镇医疗保险扶持政策、 引导职工医保市场发展的重要

参考。

１􀆰 支付意愿估计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条件估值法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简称 ＣＶＭ）， 通过 ＲＵＭｉＣ 问卷

调查中支付卡式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ａｒｄ） 问题， 了解农民工对职工医保的支付意愿。 具体地，

对所有在场者， 询问愿意每月花多少钱购买一种可以报销在务工地花费的医疗费用，

列出的选项有： ５０ 元以下、 ５０ ～ １５０ 元、 １５０ ～ ２５０ 元、 ２５０ ～ ３５０ 元、 ３５０ ～ ４５０ 元、

４５０ ～ ５５０ 元、 ５５０ ～ ６５０ 元、 ６５０ ～ ７５０ 元、 ７５０ ～ ８５０ 元、 ８５０ 元以上。 被访者的回应可

以表明他们估值的区间。 图 １ 报告了支付卡各区间选项被选择的频率， 我们发现大约

一半的受访者愿意每月为职工医保支付最多 １５０ 元。

本文采用 Ｃａｍｅｒｏｎ ＆ Ｈｕｐｐｅｒｔ （１９８９） 提出的最大似然法估计支付意愿方程， 假设

支付意愿方程为：

ｌｏｇＷＴＰ ｉ ＝ Ｘ′
ｉπ ＋ εｉ （４）

其中， ＷＴＰ ｉ 代表个人 ｉ 的支付意愿， Ｘ ｉ 为一系列家庭和个人特征的控制变量， 包

括是否参加居民医保、 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在务工地的月收入、 教育程度、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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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民工城镇医疗保险的支付意愿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ＲＵＭｉＣ） 数据计算得到。

数量、 自评健康、 是否是单位的正式员工、 是否是自我经营工作者。 我们同时还控制

了农民工打工所在地的城市固定效应和户口城市的固定效应。 εｉ 为误差项且满足 ε ～ Ｎ

（０， σ２）， 需要估计的是解释变量对支付意愿的边际效应 π。 如果 ｕｉ 代表支付区间的上

限， ｌｉ 代表支付区间的下限， 那受访者选择区间 ｌｉ 至 ｕｉ 的概率为：

Ｐｒ（ ｌｉ，ｕｉ） ＝ Ф ｌｏｇｕｉ － Ｘ ｉπ
σ

æ
è
ç

ö
ø
÷－ Ф ｌｏｇｌｉ － Ｘ ｉπ

σ
æ
è
ç

ö
ø
÷ （５）

其中， Ф （·） 代表标准正态分布的累计密度函数。 对数似然函数则可以写成：

ｌｏｇＬ ＝ ∑ ｌｏｇ（Ф ｌｏｇｕｉ － Ｘ ｉπ
σ

æ
è
ç

ö
ø
÷－ Ф ｌｏｇｌｉ － Ｘ ｉπ

σ
æ
è
ç

ö
ø
÷） （６）

用标准的最大似然估计法来识别最大化式 （６） ｌｏｇＬ 值的 σ 和 π。

２􀆰 估计结果

这部分的研究同样只针对户籍为农村、 有工作且在 ２０１７ 年有主要的变量的农民

工， 这样的有效样本有 １４１０ 人。 表 ７ 报告了支付意愿方程的回归结果。 回归中除了控

制正文表 ４ 第 （１） 列中除了购买户籍居民医保外的所有变量， 还控制了农民工来源城

市的虚拟变量。 对于农民工个人特征来说， 我们发现年龄大、 单身、 身体状况差的农

民工其职工医保支付意愿更低。 这一结果意味着， 医疗保险需要着重服务的老龄、 身

体差的人群的支付意愿反而更低，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倾向在未来回到农村老家， 故

不愿意在城市参加医疗保险。 从农民工工作情况来看， 单位正式员工和自营工作者的

支付意愿与其他农民工没有显著差异。 根据支付意愿方程的估计结果， 我们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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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付意愿的中值约为每年 １２９ 元， 平均值为每年 １３６ 元， 这说明农民工对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参保的支付意愿较低， 远小于我们数据中农民工每月缴纳的职工医保的费用

（２９０ 元） 。

表 ７　 支付意愿回归结果

变量 支付意愿的对数

参加居民医保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７３）

年龄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４）

女性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９）

单身
－ ０􀆰 ３２４∗

（０􀆰 １６８）

月收入的对数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１）

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
０􀆰 １０４

（０􀆰 ０７０）

子女数量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６）

自评健康状况不好
－ ０􀆰 ２３１∗

（０􀆰 １３０）

单位正式员工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９７）

自我经营工作者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７）

打工城市虚拟变量 是

户口城市虚拟变量 是

观测值 １４１０

　 　 注： 因变量是农民工支付意愿的对数；∗∗∗、∗∗、∗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１％ 、 ５％ 和 １０％ 的统计检验； 括

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ＲＵＭｉＣ）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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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医疗保障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服务， 近十年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 虽然中国已

经进入全民保障阶段， 但是农民工群体职工医保的参保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 本文基

于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 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

分析农民工居民医保的参与对其在务工地参加职工医保的影响。
研究发现： 首先， 居民医保对农民工参加职工医保存在显著的挤出效果， 参加居民

医保会降低参与职工医保的概率为 １１􀆰 ６％。 挤出效果超过了签订正式合同对参与职工医

保的影响 （５％）。 其次， 异质性分析表明， 挤出效应更容易出现在没有签订长期劳动合

同、 自营单位或保险费用全由自己承担的农民工群体中。 这三类农民工不仅更大可能被

企业逃避社保缴纳责任， 且收入较不固定， 很可能选择放弃社会保障获得更高的收入。
最后， 参加居民医保的农民工对职工医保的支付意愿更低， 且农民工职工医保支付意愿

的中值为 １２９ 元 ／年， 平均值为 １３６ 元 ／年， 远低于实际数据中职工医保每月缴纳的保费。
本文结论表明， 农民工参与户籍地的居民医保显著影响务工地的职工医保的参与。

在下一步的医保政策改革中应从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入手， 全面提高农民工务工

地的医疗保障水平， 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具体着手： 首先， 强化居民医保准入的审核工

作， 逐步将是否签订工作合同， 当前是否有个税作为居民医保参保的审核条件， 减少正

式就业群体对国家居民医保补贴的占用。 其次， 地方政府需要加强市场监管， 督促企业

为农民工缴纳社保， 尤其重点关注没有签订长期劳动合同、 自营单位或保险费用全由自

己承担的农民工。 地方政府需要抛弃短期内放松企业监管， 降低农民工保障， 增加企业

利润的招商短视行为， 深化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也是地方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

然要求。 最后， 对现有的职工医保细化分层保障。 农民工选择居民医保的重要考虑是因

为职工医保保费更高。 为了提高农民工职工医保参保率， 除了更为严格的居民医保门槛

管理外， 还可以对职工医保设立更为细致的保障层次， 将农民工纳入保障体系后通过进

一步宣传和实际接受到的更好医疗服务对农民工形成正向的参保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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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ｏｎｇ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３ （４）， １１９５ － １２０５􀆰

Ｇｒｕｂｅｒ，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 Ｋｏｓａｌｉ Ｓｉｍｏｎ （２００８） ． Ｃｒｏｗｄ⁃ｏｕｔ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 Ｃｒｏｗｄｅｄ ｏｕｔ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７ （２）， ２０１ － ２１７􀆰

Ｈａｍ， Ｊｏｈｎ ＆ Ｌａｒａ Ｓｈｏｒｅ⁃Ｓｈｅｐｐａｒｄ （２００５）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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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卷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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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ｙｅｒｈｏｅｆｅｒ， Ｃｈａｄ ＆ Ｃｈｉａ⁃Ｌｅ Ｊｏｙ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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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ｙｌ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 Ｂｒｕｃｅ Ｔｈｏｍｓｏｎ ＆ Ｃｈｅｒｒｉｅ Ｚｈｕ （２０１１）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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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 ９８􀆰
Ｑｉｎ， Ｘｕｅｚｈｅｎｇ， Ｊａｙ Ｐａｎ ＆ Ｇｏｒｄｏｎ Ｌｉｕ （２０１４ ） ． Ｄｏ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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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Ｌｉ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Ｗｉｎｎｉｅ Ｙｉｐ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ｓｉａｏ （２００６） ．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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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ｏ， Ｙａｎｇ ＆ Ｎｉｎｇｈｕａ Ｚｈｏｎｇ （２０１３ ） ．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１ （３）， ６３３ － ６６７􀆰

Ｚｈａｏ， Ｑｉｒａｎ，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Ｙｕ， Ｘｉａｏｂｉｎｇ Ｗａｎｇ ＆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ｌａｕｂｅｎ （ ２０１４ ）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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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Ｕ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ｕ１ ＆ Ｈａｎ Ｙｕｊｉｅ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７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ｗ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ＢＭＩ） 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ＵＥＢＭＩ）． Ｕｓｉｎｇ ａ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ＵＥＢＭＩ 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ＢＭＩ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ＵＥＢＭＩ ｂｙ １１􀆰 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ａｒｇ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ｒ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ｏｒ ｐａｙｉｎｇ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ｌｌ

ｂｙ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ＵＥＢＭＩ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ＲＢＭ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ＵＥＢＭＩ ｉｓ ａｌｓｏ ｍｕｃｈ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ｐｅｒ ｙｅａ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ｂａｓｅｄ ｂａｓ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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